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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及经验探析

肖宗志,李晓玉1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中国共产党重视干部理论教育,也注重干部理论教育的制度化建设。 1949—1956 年中国共产党既继承过去

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的做法,又根据新形势、新情况进一步加强干部理论教育建设,完善干部理论教育制度。 不断规范

干部理论教育的组织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师资培养和考核等,使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建设不断科学化、规范化,干部的素

质和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为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也形成了

诸多基本经验,对新时代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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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理论教育是教育组织、教育师资、教育内

容、教育方式、教育考核和保障条件等的综合。 就干

部理论教育的内容来说,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党的理论教育、政策形势教育和各方面科学知

识文化教育等。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理论教

育,始终强调“理论教育不能忽视”,也注重干部理

论教育的制度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
国共产党在推进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上已经取得了

一定的实效,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 在作为执政党

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干部理论教育。
正如 1951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

决定(草案)》(以下简称为《决定》)中指出,“国内

战争结束,建设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要建设新中

国需要全党同志系统学习理论知识” [1]122-123。 同

时,也要加强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 制度化作

为一种手段,能保证干部理论教育的科学性、规范

性,避免干部理论教育的随意性和不严肃性。
1949—1956 年中共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朝着

更加科学、完善的方向发展,在实践中形成了比较好

的经验,对新时代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有诸多

启迪。

一　 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

1949—1956 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由争

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转向巩固新生政权,中心任务是

稳定秩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以“一五”计划为主

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建设。 此时,国内外形势十分复

杂和艰巨,党的干部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 在这种

背景下,党和国家需要一支政治素质高、综合能力强

的干部队伍。 1950 年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开学典礼

上指出,干部的理论工作很薄弱,当前一个重要任务

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2]48。 因此,干
部理论教育显得十分重要,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

设也十分必要。
第一,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是党和国家推

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 1949 年后,国
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
军事包围,意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在国内,
政治上,国民党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从事各种活

动,破坏新生政权。 经济上,我国物资匮乏、百废待

兴。 中国共产党如何巩固新生政权,如何把落后的

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是党面临的重大考验。
处理经济问题,搞好经济建设,领导国家实现工业

化,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党当时的主要任

务。 为了加快这一任务的完成,党需要一大批理论

水平高、政治素质好,足以胜任各项工作的干部队

伍。 但当时的情况是,文盲、半文盲的工农干部占到

干部队伍数量的相当一部分,且由于长期处在战争

环境和落后条件下,相当多的干部没有时间、精力学



习文化知识,没有条件接受系统的理论教育培训,文
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普遍不高。 干部队伍中的知识分

子和从国民党中留用干部,虽然具有一定的知识水

平和管理才能,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理论素养,甚至部

分人还残余着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 因此,需
要对广大干部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使理论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用“他律”的形式来调动干部理论学

习的积极性。 用理论教育制度建设,提高干部的政

治素养和工作能力,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干

部基础。
第二,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是进一步提高

干部理论教育管理科学水平的需要。 理论教育是党

的教育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一

个重要因素。 党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对干部的理论

教育,加强理论教育的科学管理。 早在 1940 年 1 月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治部下设立干

部教育科[3],对干部的理论教育进行专门领导和管

理。 但是,过去的理论教育管理存在一定的不足,如
没有形成一套较为统一的、操作性强的教育制度,各
根据地干部理论教育多按照自己的规定或惯例开

展,存在随意性;由于种种原因,理论教育不能在规

定时间内计划完成,导致干部理论教育经常性中断

等。 因此,过去那种短期性、非制度化的干部理论教

育急需改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干部数量急

剧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任务也更多更艰巨。 中国共

产党需要坚持过去理论教育的优良传统,进一步规

范干部理论教育,建立一套比较科学规范的理论教

育制度。 帕森斯指出:“制度在社会中处于与权利

和义务相对的地位,……并且它们规定了制裁和使

之合法。” [4]因此,只有靠制度,只有制度刚性,才能

保证理论教育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最后,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是保证干部理

论教育取得实效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尽管党的干部在革命时期学习过马列主义,对理

论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但由于工

作的繁忙和条件的欠缺,他们中的多数未能系统地

受到理论教育。 还有部分干部对理论教育的必要性

缺乏认识,自以为理论“够了”,以各种借口拒绝理

论教育。 所以建立系统的理论教育制度,实现干部

理论教育的经常化、制度化,为干部提供合理的学习

时间和科学的学习方式势在必行。 加强理论教育制

度化建设,有助于端正一些干部的学习态度,促进和

监督干部的理论学习;还有少数干部在理论学习上

遇到困难后,害怕理论教育,制度化的理论教育建

设,对他们的学习提供指导和帮助,有利于帮助他们

克服困难。 制度是体现一定目标并有客观强制性实

施的、调整人与人之间一定社会关系的行为规

范[5]。 理论教育制度作为一种刚性约束,借助制度

的强制力帮助干部克服自身的随意性、懒惰性,将理

论学习由“被动灌输”变为干部主动学习。 因此,党
不仅加强对干部理论教育重要性的宣传教育,而且

不断推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从而保证干部理论

教育取得实效。

二　 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的具体举措

中国革命胜利前,干部理论教育尽管取得了很

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中共中央指出,现在的

理论教育工作做得不好,没有全国统一的关于理论

教育的制度,缺少理论学习资料,缺少理论教员

等[1]122。 刘少奇曾在马列学院开学典礼上指出,
1949 年后我国各项工作做得都不错,但唯独理论工

作仍有欠缺[6]118。 “理论工作仍有欠缺”的一个主

要原因就是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不够,干部理

论教育制度化水平不高。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
发布一系列通知、指示等,对干部理论教育事宜,包
括制度化建设进行规定。 各省和各部门按照这些制

度规定,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积极贯彻实施。
首先,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组织体系和干部学

校的建设。 制度演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一

开始就表现为明确的法定权利和制度规定,其本质

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7]。 早在 1939 年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张闻天、李维

汉为正副部长[8],负责全党干部理论教育的管理,
加强了干部理论教育的领导,制定了统一的教学计

划。 1948 年,中共中央创办高级党校性质的马列学

院。 该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杨献珍为教育长,1949
年迁入北京[9]。 1949 年 10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确立一名高级领导干部为中央宣

传部副部长、马克思列宁学院副院长,领导干部理论

教育各项工作,表明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建设在党委

领导下进一步有序地开展。 1951 年,在党的第一次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党在宣传战线

上的任务》的报告。 他特别强调,宣传部要对理论

教育进行专门管理,需要专设特定部门,能够经常开

展宣传工作[2]87-88。 按照中央的要求,各省建立健全

干部理论教育组织体系。 如,河南省委响应党中央

的号召,在 1951 年设立了有力的教育领导机构———
学委总会,宣传部长为主要负责同志,下设办公室和

秘书,主要负责检查理论教育效果[10]。 建立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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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校,还依托高等学校的力量创办干部夜校。 如,
1950 年 9 月,中国人民大学借鉴苏联先进教学经

验,附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与夜校,建立比较正

规的教学组织、教学计划和教学制度[11]。 1955 年,
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召开干部理论教育工作

座谈会的报告》,提出创办业余政治学校、业余政治

夜校等要求[6]938-939,各省从上到下建立比较正规的

干部理论教育组织体系。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除要

求创办各级党校外,还要求对各级和各类党校、夜校

加强管理。 如,推广举办业余党校,采取学校的形式

进行教学,便于制定教学计划和集中管理。 由于全

党上下对干部理论教育的高度重视,在中央和地方

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方努力,多措并举,改变了过

去组织化弱、管理松散的干部理论教育状态,干部理

论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从实际

效果来看,在举办干部业余党校以后,各省各地的干

部理论教育更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保证了理论教

育有章可循,操作性大大提高,增强了干部理论学习

的自觉。 据统计,截至 1953 年 1 月,全国开办的干

部理论教育学校已达 800 多所,其中党校为 51 所,
参加理论教育的干部人数达 40 多万[12]。 到 1956
年,全国共开办了 1700 多所业余政治学校,配备了

4500 多名专职干部[1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理论教育管理机构不断健全,党校管理体系已初

步成型,出现了高级、中级、初级党校和城市夜党校

等的梯形党校结构,专门化的组织管理体系为干部

理论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其次,明确规范了干部理论教育的教育内容和

教育培养形式。 根据干部知识水平状况,在教育内

容的设置上,逐步呈现出全面化、层级化和适时调整

的趋势。 1951 年 2 月发布的《决定》将理论教育内

容分类为政治常识教育、理论常识教育以及马列主

义原著和领导人毛泽东理论著作的教育[14]51-52,使
教育内容相对固定化和科学化。 地方各部门积极响

应中央号召,合理安排干部理论教育内容,根据干部

理论水平进行分层教育。 如武汉市设立的马列主义

夜间学校将全校分为三个班次,教育内容依次分别

设置为政治常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马列主义基

础三种科目,同时还设置了全校学员的共同必修科

目———联共政治教育制度介绍、思想方法和学习方

法等[15]。 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

侧重点,在 1949—1952 年,为了适应和巩固新生政

权,干部的理论教育内容主要侧重于政治常识、理论

常识等。 1953—1957 年,“一五计划”开始执行,此
时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转变为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

建设和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

对干部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干部理论教育内容也随

之进行调整。 1953 年 4 月 23 日发布了《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

教育的指示》(以下简称为《指示》),将高级组的教

育内容调整为“联共(布)党史”第 9 章到第 12 章的

内容,中级组研读规定的八篇,初级组由各省(市)
自行规定[16]。 为了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效果,人民

出版社特地编印《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书,
按照《指示》中规定的教育内容,按章分印成四册,
并同时出版高级组、中级组两种版本,帮助解决了干

部的学习资料问题。 1954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

《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

的计划(节选)》(以下简称为《计划》),将中级党校

的课程内容调整为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部分

内容、党的建设、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高级党

校在此基础上增加政治经济学和苏共党史两门课程

的内容[6]870-872。 1949—1956 年中共中央对干部教

育内容的明确规定有效地提高了干部的理论水平,
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过程中,干部整体的文化水

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1950 年具有大学学历的

干部数量为 13 万多人,1956 年发展到 51 万多人,
增长了近 3 倍;1950 年具有高中学历的干部数量为

14. 73 万人,1956 年发展到 118. 06 万人,增长了 7
倍;1950 年具有初中学历的干部数量为 73 万人,
1956 年发展到 324. 32 万人,增长了 3 倍多;1950 年

取得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数量为 92. 64 万,
1956 年增长到 289. 56 万人,增长了 2 倍多[17]。

在此期间,明确了干部理论教育方式,主要为脱

产培训和在职自修。 脱产培训主要是由各级党校、
干部学校承担,中共中央对此完善了各级党校机构。
中央还号召各地开办干部业余理论学校,加强对初

级干部和中级干部的理论教育。 建立马列主义夜校

和夜大学,并邀请高级领导干部定期开办讲座,加强

对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 对高级干部理论教育也是

如此,1955 年 7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高级

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要求高级

干部“一半分批进入中央高级党校,另一半则实行

在职自修” [6]978;在职自修主要是针对在职干部,其
目的是提高在职干部的理论水平,中央宣传部统一

规定,干部理论教育的学习内容是十二本“干部必

读”系列理论书籍。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和 28 个

省、市、自治区已有 2 800 多名高级干部通过这两种

形式参加了理论培训[18]。 脱产培训和在职自修的

教育培养方式提高了干部的理论修养,使干部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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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朝正规化、制度化迈进。
再次,规范干部理论教育的师资培养、指导及其

教员的保障条件。 1949—1951 年,党内的理论教育

状况不尽人意,理论教员数量不足,水平较低。 《决
定》指出了全党理论学习开展的关键是进行理论教

员的培养[14]53-54。 各地党委市委积极落实贯彻,有
的地区采用“边学边教”,即干部给理论教员上课的

方法,让教员一边学习提高自己,一边不耽搁自身的

教育教学。 有的地区直接由高级领导干部兼任理论

教员,如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杨耕田、副书记杨世杰

均兼任省委直属机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夜校理论教

员[19]。 为了进一步缓解理论教员短缺的问题,中央

宣传部制定了兼职、专职理论教员短期训练班计划。
各地纷纷响应,如陕西省举办了训练班,主要是用于

培养理论教员和学习辅导员;沈阳市通过设立训练

班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讲师,其中包括教员 356
人,辅导员 362 人[20]。 各地还借鉴了苏联经验,设
立理论教育机构———讲师团,讲师团既担任理论教

员,又肩负培养专职理论教员的任务。 中南局组织

了一个 50 多人的讲师团,负责对党校进行经常性的

指导[21];北京、陕西等省市也相继成立了讲师团,专
门用来给干部授课。 除此之外,有的地方还聘请高

级干部担任顾问,经常性地给夜党校和业余政治学

校作报告、开讲座,提供指导。 干部业余理论学校培

养了理论教员和辅导员共 9 000 多人,大大解决了

理论教员数量不足、水平不高两个问题。 随着理论

教育不断推进,各省委、市委宣传部在中央的要求下

相继设立了“学习室”,研究理论、研究课程,研究教

学计划,为各地理论教员提供用于备课的学习资料

和讲课提纲。 设置专门机构对干部理论教育工作进

行指导,进一步加强了干部理论教育的师资培养。
中共还注重为理论教员提供一定的保障条件。

由于很多地方没有专门为理论教员设立干部编制,
这些干部的待遇无法得到落实。 中央为此特别强

调:“除聘请在职干部担任兼职教员外,必须在党委

编制内设立一批专职教员。” [14]53-54 明确给予理论教

员正式编制的待遇。 1956 年 2 月 2 日,中共中央发

出《中央关于拨给干部理论教育专职教员和业余政

治学校专职干部编制的通知》,决定拨给全国各地

的理论教育教员行政编制共 9 000 个[6]1064,解决了

干部理论教育教员的编制待遇问题。
最后,制定并规范了干部理论教育的考试考核

制度。 为提高干部的理论学习效果,中央宣传部要

求各理论教育部门完善考试考核制度,各部门还设

置专人,负责检查和督促干部理论教育工作。

干部理论学习的考试、考核,既有定期统考的方

式,也根据实际情况,对考试内容、形式、方式等有所

变通,但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干部理论素养和能力水

平。 一是对不同理论水平的干部考试、考核采取分

层的定期考试方式。 “教育内容是政治常识的,参
加县委和区委组织的考试;教育内容是理论常识的,
参加省委和市委的考试;教育内容是原著的,需参加

中央局的考试,也可用发表论文来替代中央局的考

试,考试及格者颁发毕业证书。” [1]126 二是考核制度

的方式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形式不同。 中共胶东区滨

北地委建立定期的逐级考试制度,由地委出测验题

进行测试,并且要求干部定制学习计划,县、区党委

定期检查[22];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是测验制度和定

期的笔记检查,测验方式为每学习一单元进行一次

测验;华东业余政治学校建立了考察制度和考试制

度,定期进行课堂考试,还要进行不定期的读书笔记

和发言提纲检查;东北人民大学附设的夜大学建立

了学习汇报制度和考察制度,具体要求是写论文和

考试测验;中央对高级干部的考核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对高级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的考察要求是

每组至少写一篇可以发表的论文。 有些地区更为严

格,设置了月考、季考和升、留、降级制度等。 建立严

格的考核制度是保证理论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一

环,多种形式的考核方式能够准确地反映干部参加

理论教育的效果。 多样性的考核方式丰富了理论教

育考核制度。 在考核制度约束下,干部理论教育成

效得到极大提高。 仅从 1949 年到 1955 年,从各级

党校毕业的干部就已达到 253 000 人[18]。

三　 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1949—1956 年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建设的有效

开展,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巩固了新生

政权,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

国共产党的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在不断实践的

基础上逐步走向成熟,干部理论教育建设也取得了

不少基本经验,对新时代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

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

建设的领导,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建构中,坚持党的领

导,巩固党的领导。 1954 年 9 月,毛泽东在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讲话中明确指

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23],
是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实践中得出的客观真理。
1949—1956 年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建设坚持党委领

导的原则,遵循理论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干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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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新时代“两个大局”下,
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更需要坚持制度自信,加强党

的领导是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建设持续发展的最根本

保障,是干部教育制度建设的最大优势。 推进理论

教育制度化建设,要在党中央总体部署要求下,加强

党对理论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牢牢掌握党对理论

教育制度建设的领导权,始终保持党对干部理论教

育制度建设的正确领导,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合理设

置理论教育的各项规定,将理论教育制度贯彻落实,
为干部理论教育在新的形势下顺利开展提供根本

保证。
其次,坚持干部理论教育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建

设。 干部理论教育的实施和发展需要相关制度的规

范。 制度建设在各方面建设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为
理论教育规范性提供依据和保障。 随着干部理论教

育的不断推进,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要加强对

干部理论教育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重视干部理论

教育的组织体系、师资队伍、教育内容、考核体系等

各个方面的建设。 要及时发现理论教育实践中的问

题,并加以改进和完善,确保干部理论教育制度的规

范性,在进行干部理论教育实践活动中,真正做到有

规可依、有矩可循,为理论教育活动提供制度依据。
此外,要规范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建设,在干部理论教

育制度的框架内发展,完善理论教育的相关法规条

例,以法律的形式来保护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建设的

成果,使得干部理论教育建设体系更加完善。
再次,坚持干部理论教育制度设计和贯彻实施

相结合,重视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效能转化。
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既包括理论教育的制度设计,也包括理论教育制度

的具体实施。 制度设计和制度实施是相互配合、相
互促进的,即理论教育制度的贯彻落实是对理论教

育制度设计的强化,也是对理论制度设计科学性的

检验,制度设计的好坏最终只有通过具体实施才能

实现制度效能。 实践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理论教育制度设计和实施两者有机结合,解决了

干部理论教育过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在理论教育

制度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因此,在当今干部理

论教育制度建设过程中,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不仅

要积极探索干部理论教育的新方法和新途径,还要

始终坚持理论教育制度设计与理论教育制度具体实

施相结合,推进干部理论教育制度的效能转化。
最后,在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中坚持原则

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要严

格按照中共中央的理论教育管理相关规定开展工

作,原则不能突破。 但在具体实施理论教育法规条

例,按制度办事的过程中,要视情况灵活而变,不能

生搬硬套。 一方面,不能毫无原则、随波逐流,另一

方面不能死搬硬套、一成不变,要把握好原则性与灵

活性之间的关系。 在 1949—1956 年间,干部理论教

育之所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比较大的成效,
除了中央和各地高度重视外,其中重要一条经验就

是,既发挥中央在制度设计统一、目标要求制定和效

果督促检查的作用,又按照中央的相关指示精神,发
挥地方因地制宜、具体落实干部理论教育的积极性。
在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由于各地的条件和任务不同,在进行干部理论教

育制度的过程中,既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文件的统

一要求,依制度和规范执行,还需结合自身的实际情

况,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避免机械式照搬照

抄,从而形成高度一致,又各有特色、有重点的干部

理论教育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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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ized Construction and Experience Analysis of Theoretical Education for
Cadre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XIAO Zong-zhi,LI Xiao-yu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oretical education for cadres and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oretical education for cadres. From 1949 to 1956,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t only inherited the past
practice of institutionalizing the theoretical education for cadres, but also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education
for cadres and improved the theoretical education system for cadres in light of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condition. Constantly standard-
izing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educational content, educational methods, teacher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of cadre theoretical educa-
tion has mad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dre theoretical education system constantly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and improved greatly th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cadres,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nascent political power. The institu-
tionalization of cadre theoretical education in this period has also formed many basic experiences, which has an important enlightening
effect o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adre theore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theoretical education for cadres;　 institutionalize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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